
吳文正：留住美好文化 

 

  我在小時候喜歡畫公仔，長大了就想從事與藝術有關的行業。入了理工，頭兩年要修讀

一些基礎課程，雖然對我來說那一套頗受用，但逐漸發覺，那些平面設計課程似乎比較拘束。 

 

  是我爺爺送第一部相機給我。與他傾談，發現原來他年輕時很喜愛攝影，進理工修讀不

久，其中一個課程是攝影基礎，要做功課，而爺爺那時又剛剛由菲律賓返港，他知道我沒有

相機，就送了一部 Yashika日本單鏡反光相機給我。 

 

  其實起初攝影主要都是為了做功課。我由小到大都住在新蒲崗舊區，不可以說對這裡很

有與趣，但多少都會留意舊區的事物，於是我拿著相機嘗試拍攝這些事物。很奇怪，當自己

透過這個工具，重新去發掘一些從來自己認為很熟悉但其實很陌生的事情，結果重新認識了

自己居住的社區。 

 

六四與報道攝影 

 

  相信後來影響我最重要的，就是 1989年「六四事件」，當時我還在理工讀書。相信大部

份經歷過、目睹過這事的人都會重新認識自己。我不是指事件本身所帶來的震撼，而是事件

發生之後帶給自己怎麼樣的看法和觀點，這個看法很根本，很簡單，就是你始終要去關心人

與社會的關係。我從開始到現在的攝影方式都是走入群眾、社區，不會抽離於他們之外。我

從沒有將自己的攝影視為一種藝術，應該說，簡單歸納，這些年來我只是想表達香港在某個

時代，某個時段，在某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，將它紀錄下來，而這個紀錄不單是一種純粹的 直

接紀錄 (Straight Record)，還包含了我自己對這個時間、時刻的看法。 

 

  美國在攝影方面走得很前，他們認為報道攝影的定義，簡單來說，就是相片背負了一個

功能，除了紀錄社會，還能夠改變社會。不是說拍了一張照片出來就能立即改變社會，而是

慢慢的潛移默化去改變。我很認同這種看法，拍攝出來的照片不單止帶來視覺的震撼，還在

背後背負了一種使命。我不願自認偉大，想學外國攝影師，背負著甚麼使命感的大包袱去拍

攝，每按一下快門都想到改變社會。我其實覺得自己開心已經最重要，不過無可否認其中會

有少少虛榮感：虛榮感是當你拍攝到一張照片，能夠引起身邊朋友一些共鳴；有地方發表，

而發表之後亦有一些反應。另一方面，又會覺得拍攝報道攝影，不是單單只為自己，而是應

該為所拍攝的對象──在我來說是社會的低下階層──說話。 

 

人間效應 

 

  我很喜歡看台灣一本叫做《人間》的雜誌，是八十年代中後期陳映真這個文化人搞的。

這個人在台灣有很大的影響力，《人間》雜誌帶有一點新馬克思主義色彩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



批判很強烈。裡面的照片很漂亮，而漂亮得來是有說話要講，講一些貧窮、工傷、快要煙沒

的文化、舊區，或者台灣本土一些社會問題。 

 

  在我們的心目中，黃勤帶可算是香港報導攝影及新聞攝影的先驅，當時他在《文匯報》

工作，令我覺得，原來香港也有人做這類攝影。當時《新報》也開闢了社會實錄版，類似《人

間》，打開看覺得很開心，很「正」，可以拍攝一些木屋區、貧窮的人等非常具社會性的照片，

頗感震撼。 

 

拍攝籠屋居民 

 

  畢業後不久的九十年代初，我協助一個社區組織做一些報道攝影，他們是一個關注社區

問題的組織。大家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攝影師，一起做義工，去拍攝一些低下層的居民，包

括籠屋居民。我們用了三年時間實行這個計劃，九一年開始，九四年出版影集。計劃紀錄低

下層籠居民生活狀況之餘，其實最終目的是希望將這件事深化，令多一些人知道低下階層的

生活環境。最開心的是，這批相片後來去到聯合國，令聯合國知道香港這樣一個富裕的地方，

依然有這麼貧窮、處於邊緣的人，依然有這樣悽慘的生活，令他們很震撼，於是他們批評香

港政府在這方面處理手法差勁，迫使香港政府正視籠屋問題。 

 

  最初籠屋那一批嘗試介入了比較多自己的成份，例如 Framing一定要很準確很理性去構

思，令畫面最「靚」，後來發現這些可能是我不成熟的表現，因為這是自己第一個拍攝計劃，

一來緊張，二來自覺性很高，很想令人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作品，很想建立自己的風格。然

而，愈想建立自己的風格反而太著痕跡。我在想，這批籠屋居民的照片會否美化了一些，會

否自己的影子太強烈，蓋過了原本主體(拍攝對象)所講的說話，因為計劃最重要關心的始終

是這些居民本身。 

 

搜拍民間文化 

 

  後來出了另一批相，與籠屋那一批不同，留待主體在場景自然出現，再去捕捉。以往做

籠屋所想表達的可能是自己一廂情願、太理想化的想法，其實是在拍攝自己想講的說話而不

是居民自己的說話，所以後來的做法是將自己的影子減到最低，《冇錢的人/People With No 

Money》就是用了這種處理手法。 

 

  看看我的拍攝對象，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很困難，還可以堅持有尊嚴地生活，帶出一個信

息：窮，不緊要，但要活得有尊嚴，要有對生命的熱愛。這不是我要講的說話、我的想法，

而是我感受到他們帶給我的信息。 

 

  我覺得民間搜集當中包含了很有趣的文化，我自己希望可以去保存這些文化，其實香港

多年以來都沒有太多人去做這類搜集計劃。我嘗試用自己的能力，在工餘時間去保留一些值



得保留的事物，我不想將來當我向自己的孩子形容以往的香港是何模樣的時候，他會不相信。 

 

靈魂的悲哀 

 

  每一件舊事物我只能拿照片來證明它們的存在，因為它們已經過去、消失無蹤，更可惜

的是：它們當中有些甚至是極具文化、歷史價值的。九七年前後我們常提倡尋找自己的身份、

認同，但實際上我們每日也有政策在拆掉自己身份的成份，只消你去看看大磡村的拆卸；每

當我們快要找到某些身份認同時，它們又會被拆掉除去，很像靈魂經常在找尋軀殼，而軀殼

郤不斷被人換走。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 

 

  如果創作者本身可以留在香港或本土去找尋切合的題材，身同感受去發掘及拍攝，我覺

得藝術會顯得更緊湊，更高難度，因為你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，發現其他人發覺不到的

觀點，你能夠快別人一步。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對身邊的事物多觀察及了解，自然會發現新

的觀點。 

 

  我相信自己未來創作的方向會貫徹始終，做有關於民間文化、社群的題材。可能有一天

我也會做裝置創作，但那時大抵我仍會使用一些舊區的文化事物，作為作品的素材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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